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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分权、社会犯罪与国家强制能力增长

——基于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财政经费发展的实证分析

Decentralization, Cri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ercive Capac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Expenditure in Reform China

Abstract: In reform-era China, the mai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coercive capacity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is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Using the Local expenditure on public security as an indicator, the coercive capacity of the state in reform China varied both over time and across sectional To explain this variat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a panel data of provincial level localities in 1988~2004 period through a “two-way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holding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for constant, the local crime rate is the key variable for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ercive capacity of the state in reform China. This research implies that, the de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state to respond to social transition through mobilizing the lo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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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强制能力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变化可以反映到政府财政方面。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警察实施了以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安排。以地方公安财政经费支出作为一项衡量指标，可以发现在分权制度安排下，无论是历时比较还是地区间比较，国家强制能力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为了解释这一变化，本研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对1988－2004年中国各省公安财政经费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地方犯罪率变化可以解释分权机制下国家强制力量的发展，在犯罪率相同的情况下，经济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外来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强制能力增长的幅度越大。本研究意味着，围绕转型期中国国家强制能力的发展，分权有利于国家机器的灵活性，同时地方强制能力发展也反映了社会条件的变化与客观形势的需要。

    关键词： 分权　公安　财政 
    JEL分类号：K41 C23 H56
一、引  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国家统治的任务随之发生重大转移。有学者指出，转型期国家面临的最直接挑战在于社会犯罪率的上升与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并已给国家治理施加了严峻的考验（胡联合，2006）。然而，社会科学研究将过多的笔墨放在了讨论不安定因素的变化，而忽略了国家机器本身受外部条件影响可能出现的调整。事实上，随着社会转型的发生，国家进行强制控制与统治的职能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从国家强制能力发展的角度研究这一过程发生发展的逻辑与机制，对于理解转型期中国国家统治职能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公安警察是国家强制能力的主体，也是一项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通过公安队伍实施对社会的强制控制并保证法律的执行。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安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发展，主要实行了以高度分权为特征的制度安排。中国公安的体制特征，通常被概括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这一体制安排，在理论上赋予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业务部门统一的领导权，但是同时赋予地方党委与政府对同级公安机关财政与人事的第一领导权。在改革之前的毛泽东时期，中国公安的人事管理、财政管理以及组织机构的管理权几经调整与变更，但是“以块为主”的基本体制一直得以延续（公安部政治部与人事训练部，1997）。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公安体制呈现出更进一步向下分权的趋势，无论是人事管理、
经费保障还是基层警察机构管理的权力，都在事实上向地方层次（一直放权到省、市、县/市辖区）进一步下放，强化了长期以来以分权为特征的公安体制。
熊彼特曾提出，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的所有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因此改革时期以公安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发展，可以反映到政府的公安财政开支方面。事实上，在改革时期的公安制度安排中，以财政分权最为彻底。改革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分级保障、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虽然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的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第37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公安财政经费中间最主要的人员经费、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地方公安业务经费均由地方同级财政负担。1996年全国公安计划财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要建立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公安财政补助制度，但是这次会议之后，上级财政对地方公安的补助机制主要集合在重大项目建设方面，而公安财政中间最大的两块人头费与业务费仍然由地方承担。
公安财政分权制度的安排，受到中央财政能力不足的影响，改革初期中央无力建立财政分摊的保障机制。但这一制度安排也可能反映了我国行政体制分权的历史传统，早在毛泽东时期，与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警察体制比较，我国公安的体制就显示出明显分权的特征，统治的重心在地方党委的领导。高度放权的传统在改革以后得以继续强化，也受到转型压力的影响，在中央财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强制领域的分权，借以调动地方资源，回应基层社会的变动、分散风险。Tony Saich（2006）曾提出，改革时期的中国，通过有意识地下放某些决策权，使地方可以灵活运用自身的机制，为政府功能的发挥增加必要的资金，使水平方向的行政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得以加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强制领域的制度安排，是改革时期中国整体行政结构分权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分权的制度安排下，以公安财政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通常而言，国家为实施强制控制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汲取财政资源的规模、地方警察开支占地方财政总开支的比重，以及地方人均实际警察开支的水平等几项具体的指标，均可以反映国家强制能力发展的一般状况。基于可获得的政府公开数据，图1是1988-2004年中国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各县（包括市辖区）、市及省级公安财政经费开支总和——占地方GDP的比例走势图，显示出改革以来国家整体强制能力有显著发展，各省这一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而其平均水平则从低于4‰发展至改革后期接近7‰，这说明国家为实施强制控制从社会经济增长中汲取的资源总量有大幅度提高。图2是1988-2004年间中国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相应地方财政总开支比重的走势图，总体上，这一指标持续上升但是从一些省的情况看存在明显的周期性，一方面，它显示在不同时期地方财政资源的侧重点可能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强制职能在地方财政支出大盘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地方财政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放在强制领域，国家进行强制控制与法律实施的力度持续增强。
改革时期的国家强制能力，不仅出现整体的增长，而且在分权制度安排下，各地方强制能力的发展，也随时间逐渐呈现差异化发展的格局。图3是1988-2004年间各省人均实际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水平比较，这一指标是根据地方人口水平人均公安财政经费的开支，同时按照同年（2000年）价格进行了调整。该图说明，地方政府在强制功能发挥方面地区间人均财政投入的差异在逐年加大。图4是1988-2004年间各省公安财政经费开支占地方财政总开支的比重的地区间分布比较，从图中可见，地方公安财政经费开支比重呈现逐步分化的状态，各省之间的离散程度越来越高。另外，如果按照比重的高低程度来划分，高比重的省份在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主要分布在内陆地区，而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移到了沿海省份（樊鹏，2008）。
        总之，改革时期以公安财政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无论是历时的观察，还是地区间的比较，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与趋异，这反映了分权的制度安排对于国家机器灵活性产生了正面影响。然而，在这种灵活性的背后，什么因素可以解释国家强制能力的变化与发展，或者说，国家强制能力发展变化回应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构成了本研究的中心问题。文章第二部分将介绍文献中有关国家强制增长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可能的解释变量。第三部分，将根据中国的省级财政面板数据，对自己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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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8-2004年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地方GDP比重按省份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199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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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8-2004年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按省份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199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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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8-2004年各省人均实际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水平按年份比较（单位：元/2000年价格）
             数据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199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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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8-2004年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按年份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1993-2006)

二、解释强制能力的变化：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的构建

　　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与理论模型研究警察力量的发展，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十年持续的工业化发展以后，美国各地区尤其是城市地区警察力量出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科学家将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强制控制的变化，视为理解国家统治职能与基础权力结构发展的重要依据。
最初，对警察力量发展进行的理论研究，旨在指导美国城市警察财政经费预算制定的实践。Hirsch（1959）认为，警察作为国家公共服务的机构，属于“横向整合性服务”（horizontally integrated services），即警察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在人口与辖区面积固定的情况下，经费投入存在效用递减的规律。因此，警察财政经费支出被认为是由总人口、人口密度、辖区内的道路长度，以及其它一些反映警察服务地区的条件与警察服务质量等因素的指标决定。尽管Hirsch的研究属于规范性的，但是他仍然被认为是最早对警察力量发展提出解释性理论的人，后来的学者则延伸了他的基本解释框架。为了解释警察财政经费支出的变化，六七十年代的学者们找到了更多解释变量。Brazer（1959），Bahl（1968）与Weicher（1970）等人在有关城市公共财政的研究中，试图寻找更多新的变量来解释警察财政经费的变化。其中，Weicher假设警察的支出可能受到包括城市大小、财政税收能力、政治分裂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使用了1960年美国各城市的数据，检验了居民收入、失业率、人口密度、非白人人口比例等22项变量对警察财政经费的影响。
衡量警察力量，除了早期研究中常使用的警察财政经费外，警察人员的数量——通常使用每万人口的警察人数——也是一项重要的指标，由于大部分警察财政经费用于人员支出，因此可以用这两项指标中的其中一项作为警察力量的代表（Bayley, 1985）。迄今为止，围绕如何解释警察力量的发展，主要出现了四类相互竞争的理论模型：威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冲突理论以及组织制约理论。
“威胁理论”主要发源自美国黑人人口比重较大或黑人人口犯罪较严重的城市地区，这一理论假设，少数族群人口的变化以及少数族群人口的犯罪，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警察力量的发展。“威胁理论”常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少数族群人口比例、少数族群犯罪率等。比如Jackson（1989）的研究，使用了美国14个城市1970-80间的数据分析，将总的人均警察财政经费支出（Total per capita expenditure for police）作为警察力量的代理指标，说明了少数族群人口比例以及少数族群的犯罪是解释美国警察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Chamlin（1990）分析了芝加哥地区1905-58年间的数据，结果显示黑人人口比例对警察财政经费开支有正面的影响，芝加哥地区黑人人口的比例每增加1%，政府在警察方面的开支将相应增加16,000美元。Sever（2001）则选取了美国1990年人口总数高于25,000的1,083个城市以及1980年人口总数高于100,000的114个城市两年的跨地区截面数据，同样将人均警察财政经费作为代理指标，结果发现，在控制犯罪率、税收等因素的前提下，只有黑人人口的比例对警察力量的增长具有的非线性的积极影响，其他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并没有这种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模型则以政治多元论与共识论来解释警察力量增长。根据Pyle（1983）建立的经济学模型，犯罪与犯罪控制是相互决定的。当犯罪控制的水平下降时，社会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率随之上升。随着犯罪率上升，公众出于安全与自我利益的考虑，会通过投票影响政府的议程与政策，试图通过增加公共资源强化犯罪控制，而政府基于合法性追求或选举需要，会对公众需求做出回应，随之分配更多的经费给警察机构。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具有长期高犯罪率的国家应该比低犯罪率的国家产生更多的警察。Wilson和Boland（1976）基于美国35个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犯罪率对于美国各城市每万人口警察数量的增长有积极的影响，由于更多的人员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开支，因此逻辑上犯罪率对警察财政经费有正面影响。然而，Lizotte（1982）等人对芝加哥地区1947-70年警察财政经费的研究，Loftin与McDowall（1986）对底特律市警察1928-76年警察财政经费的研究，以及Jones（1974）对美国1950-68年155个城市警察财政经费数据的分析，结果均表明警察财政经费预算并不反映犯罪率的变化。当然这些结论只是基于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数据所代表的具体时间与空间，并不能一定能够反映美国整体的状况。
 “冲突理论”反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设，提出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有能力影响政府强化执法，同时警察也并非维护所有人安全的“公器”。这一理论从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的角度，假设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分配不平等产生一定程度的阶级冲突，当这种冲突威胁到既得利益格局的时候，社会经济精英会利用他们对国家暴力机构的影响力，通过分配更多财政资源给警察机构达到维持既有政治与经济利益格局的目的。“冲突理论”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各项反映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的指标，如基尼系数、收入差距、失业率等。为了检验冲突理论，Jacobs（1979）选择了经济同质性很高、人口在250,000以上的美国大城市地区1960年和1970年两年的警察财政经费数据，以家庭收入的标准差作为经济不平等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支持冲突理论的假设。1990年代以后，Jacobs（1997）又通过一项时间序列的研究，证明这种关系不仅是基于地区间比较存在的，而且也是历时性发生的。 

“组织制约”理论批评“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国家并不像膏了油的机器那样，会对外部公民需求做出直接反应，这一理论也不赞同“冲突理论”从分配不平等与经济精英行动的角度来解释警察财政经费的增长。相反，这一理论试图从政府预算过程的角度分析警察财政经费的增长。通过将政府内部预算过程比喻为一个“黑匣子”（black box），这一理论假设警察财政预算受到政府内部决策者与组织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该理论获得了后来经验研究的支持，有学者通过分析经费预算的历史惯性（inertia），研究警察财政预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年经费基数的影响，从而说明政府预算过程本身而非外部条件是影响警察财政经费变化的重要因素（Loftin and McDowall，1982；1986）。也有学者使用政府财政能力作为组织制约因素的代理变量，如Chamlin（1990）对芝加哥地区1904-58年间警察财政经费的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收入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然而，以上四种模型几乎全部建立在美国的经验基础之上，缺乏来自发展中国家经验研究的支持。中国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这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内外社会条件的变化与国家强制体系本身能力的变化，也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
　有中国学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公安工作已经陷入高效能需求与低财政投入制约的矛盾之中。因为现行的财政预算几乎都是沿着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一般行政机关经费投入的模式形成的，因此中国公安财政经费的增长没有随着犯罪率的上升而上升，不能反映客观形势的变化（刘汪敏，2000；康大民，2003）。即使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员也认为，由于缺乏严格的公安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太低，因此不能反映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公安部装备财务局，2006）。西方学者Tanner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形成的公安体制，尤其是财政供给分权的体制，是造成改革时期公安财政经费不足的重要制度根源，在财政分权机制下，由于地方党委政府并不清楚警察的业务需要与预算需要，对于公安工作中的人员、设备、通讯以及其它业务所需要经费支持度很低，因而地方政府对公安的财政投入不能反映地方社会的犯罪状况。相反，他提出地方党委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政治偏好，以及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公安财政经费投入的可能变量（Tanner，2007）。Dutton（2000）在研究中国警察的文献中更武断地判断，改革时期的中国公安，受历史基础的影响，其基础权力薄弱，除了依赖毛泽东时期建立起来的控制结构以外，别无选择。

总之，已有的研究或观点均将分权机制下的中国公安，似乎将国家体制与国家能力视为铁板一块。即使像Tanner提出了分权有可能有利于贯彻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但是他们也不认为地方犯罪等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是国家强制力量变化的合理解释，而是简单地使用威权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缺乏具体经验实证的支撑，一些西方研究更是根据报纸的报道和零散的访谈得出结论，从未有人使用系统的数据研究中国公安警察。本研究引言部分已经使用各省公安财政的数据说明了国家强制能力不是静止的，而是随时间发展的，不是趋同的，而是地区间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国家强制能力的变化？我们已经指出，分权的初衷在于国家试图利用分权的优势，调动地方资源与积极性，应对基层治安压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因此本研究在理论层次假设，分权机制下，社会犯罪率的变化可能是解释国家强制能力的重要变量。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可能需要对改革时期分权机制下的中国公安乃至国家统治的性质进行重新审视，至少从简单的威权主义视角认识中国或将中国的国家机器视为铁板一块的观点将受到挑战。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一)计量模型设定

Kent与Jacobs（2004）曾基于11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5-94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使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经济不平等因素与警察力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经验研究与他们所使用的实证框架相匹配，因此采用他们的框架与回归的方法。本文拟采用的固定效应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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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方程左边因变量为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定义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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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第
[image: image7.wmf]t

年地方公安财政实际支出总和对各省地方财政实际支出总和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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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向量，代表影响政府公安支出的因素，包括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犯罪率，以及各省份有关的包括经济发展、贫富差距、财政收入等社会经济方面的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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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省份虚拟变量向量，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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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份虚拟变量向量，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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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误差项。
　　在面板数据分析中，我们一般应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或者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两者的选择取决于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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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省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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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相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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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零，那么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均为一致性估计量，但是随机效应模型估计量最为有效。反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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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显著的异于零，那么随机效应模型将导致非一致性估计量，但是固定效应模型仍然有效。区分两种模型的选择将应用Hausman 检验。但是，正如Lee（1996）所指出的，Hausman检验在区分第二类误差（Type II error）时的能力（power）较差。考虑到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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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等于零，固定效应模型均满足大样本渐进一致性，因此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Wooldridge，2002）。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大部分使用了时间序列分析(time-series analysis)或截面分析(cross-sectional analysis)的方法，本研究则基于面板数据采用了省份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province- and year-fixed effects）模型。与已有文献相比，主要具有以下优势。首先，不同省份（地区）之间可能存在不同历史背景或自然地理条件等不可观测的异质性（heterogeneities）。这些异质性因素一旦同时与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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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变量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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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那么将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inconsistency），模型将出现由缺省变量导致的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而这些异质性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均被一阶差分掉了，从而使得本文的回归结果更为稳健。其次，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次“严打”运动可能造成公安支出数据出现年度之间的异常波动，导致序列结构不稳定的问题，从而影响对强制增长的决定因素展开更一般的研究。双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同时控制省际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同年度之间的异常波动，从而得出更为稳健的回归结果。最后，基于中国省级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可以有效的扩大样本量，从而在统计上满足大样本的渐进性性质（asymptotic properties）。本节的余下部分将集中对模型（1）中的变量进行定义和描述。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描述

　　本文的计量分析是基于中国27个省份1988年至2004年的数据，其中因变量公安财政经费支出的数据1990-1992三年缺失，因此总计378个观测值。
表1对计量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定义与描述，其中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数据主要来自《地方财政统计资料》；犯罪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而其它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有关数据来源的详细描述请参阅附录I。值得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看到有学术研究曾使用过公安财政经费支出这项数据，这可能与目前中国国家强制能力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有关。
因变量

因变量为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即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这里的公安财政经费包括机关经费、业务经费、公安特费、拘押收教场所经费、基础建设投资经费以及其他经费的总和，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与各省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数字是各省所辖各县（包括市辖区）、市以及省级支出的总和。前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改革时期中国公安机关的经费来源主要由同级财政保障。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因变量，主要考虑到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公安支出在地方财政大盘中的地位。比重越高，表明地方在强制领域分配了更多份额的财政资源，或者说，公安在政府职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另外，我们同时也使用地方人均公安财政经费开支作为因变量进行了一项稳健性分析，用以检验作为公安力量代理变量的财政经费开支是否存在显著的测定性误差（measurement errors）的问题。
	表1　变量定义与数据描述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公安财政经费比重
	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3.863
	1.385
	1.621
	9.201

	人均实际公安支出
	人均公安年度财政经费支出（单位：元）
	31.282
	26.661
	2.899
	194.626

	刑事逮捕率
	平均每万人中的刑事逮捕人数
	5.511
	1.748
	0.816
	13.042

	刑事起诉率
	平均每万人中的刑事起诉人数
	5.495
	2.072
	0.717
	15.663

	人均实际GDP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单位：1000元）
	7.849
	3.841
	3.051
	28.099

	人均实际FDI
	人均年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单位：1000元）
	5.844
	3.490
	1.254
	20.874

	城市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30.977
	10.956
	13.113
	56.011

	人口迁入率
	平均千人中人口迁入人数（‰）
	2.270
	1.317
	0.310
	8.680

	人均实际财政支出
	人均实际财政支出（单位：1000元）
	0.791
	0.628
	0.144
	5.116

	福利性支出比重
	福利性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
	2.367
	0.627
	1.146
	4.658

	失业率
	城镇注册登记失业率（%）
	3.240
	1.024
	0.600
	7.700

	经济不平等
	城市可支配收入/农村可支配收入（%）      
	2.716
	 0.695
	 1.528
	 5.158

	人口密度
	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
	238.431
	180.205
	1.728
	724.415

	少儿扶养比
	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25.478
	4.669
	13.892
	36.739

	老年抚养比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6.566
	1.518
	2.967
	11.495

	中学入学率
	小学毕业生初中入学比例（%）
	88.670
	10.656
	39.6
	100.0

	注：（1）所有变量均包括378个观测值（包括27个省份，14年；1988至2004年其中1990，1991，1992年缺失）；（2）人均公安经费支出，人均实际GPD，人均实际FDI，人均实际财政支出四个变量均经过GDP平减指数调整为2000年价格。


自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各省每十万人口被逮捕人数作为犯罪率指标，这项数据同时包括因暴力犯罪和侵财类犯罪被逮捕的人数。实际上，如果这里使用以上两类犯罪的分类数据，将会更加理想，因为这两类犯罪对于公安财政经费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Loftin and McDowall（1982）的实证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遗憾的是，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获得系统的分类犯罪数据。即便是本研究所使用的逮捕率数据，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社会犯罪的面貌，但是这已经是目前最有效的各省历年犯罪面板数据了。另外还有一项可资利用的省级犯罪数据为各省历年刑事起诉率，虽然不能清晰地反映社会犯罪的强度，但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法律实施的压力，因此我们将在稳健性分析部分使用这项替代性指标，用以检验可能存在的测定性误差。
图5显示，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与每十万人口逮捕人数存在明显的同周期趋势，说明犯罪率与公安财政经费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但是这种同周期趋势可能是二者的联立性（simultaneity）效果所致，正如Gary Becker（1968）在他的经济学模型中间已经说明的：犯罪率上升可能影响公安财政经费增加，但是经费开支的增加也会影响犯罪率的下降；同时，犯罪率与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二者的同周期趋势，也可能是同一个外部变量比如GDP发展周期带来的后果。无论如何，这种相互影响的联立性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然而，如果试图通过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从而采取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并不是那么容易。最终，我们采取了将犯罪率影响进行滞后（lag）一年处理的方法，借以消除犯罪与警察力量之间的联立性问题。相同的处理方式在Terrence Jones（1974）和M. B. Chamlin（1990）的两项研究中均可以找到。因为前一年的犯罪率可能与后一年或者后两年公安财政经费变化紧密相关，而公安财政经费不可能影响前一年或两年的犯罪率。同时，考虑到中国基层公安财政经费预算主要是上年度末制定，因此我们将犯罪率滞后一年处理也与实际的影响机制相吻合。
另外，在方程（1）中我们通过控制所有的年份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s），这样就能较好地解决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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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88-2004年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
与每十万人口被逮捕人数走势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地方财政统计资料》(1993-2006)，《中国检察年鉴》（1989-2005）
控制变量

已有的理论模型已经揭示，影响警察力量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首先，本研究需要控制因经济现代化差异所产生的公安经费投入的不同。我们选择了人均实际GDP、人均实际FDI、城市化率以及人口迁入率四项指标。其中人均实际GDP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FDI代表经济开放度，因为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开放度可能使辖区内犯罪率上升，间接造成警察财政经费的增加。城市化率代表城市人口的比例，人口迁入率为总人口中外地迁入人口的比例，作为人口流动的代理变量。
城市化率与人口迁入率两项数据均意味着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这些因素有可能导致警察财政经费的增加。
其次，控制经济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冲突理论已经揭示社会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社会冲突间接影响国家强制力量的发展。在已有文献中，一般使用基尼系数作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理想指标，亦可以使用居民家庭收入的标准差代表经济不平等水平，因为家庭收入的标准差是一个相对均衡对称的分布结构，同时标准差可以反映各家庭的收入离散程度，尤其是距离平均值较大的富人的收入值对标准差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因此它更能反映经济精英方面的影响力（Jacobs，1979）。但是，我们无法获得如此详细的分省份家庭收入数据或基尼系数。不过，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状态也可以反映全国的收入格局。有研究表明，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解释（构成）全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的75%以上（李实，2003）。实际上，采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总体收入差距代理变量的方法在有关收入差距的研究文献中非常普遍（陆铭 陈钊，2004）。本研究同时基于所获得的数据，使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代理变量，可能的逻辑是：城乡差距越大，城市地区经济受益阶层愈倾向于要求政府增加对公安机构的投入，以此保护既有的利益格局，并降低城乡差距带来的潜在社会治安危机。另外，我们也选择了失业率作为一项不平等指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失业率只覆盖了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整个农村人口与城市下岗职工均未包括，因此，这个变量只能部分反映中国的失业状况。
再其次，我们控制了地方财政收入可能对公安财政经费造成的影响。正如组织制约理论所提出的，地方财政能力状况可能对警察力量的发展存在影响。通常来说，随着地方财政能力的增强，地方政府会分配更多些的财政资源在治安方面。但是根据中国的财政分配机制，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者对财政分配起决定作用，因此公安财政开支与其他行政领域的财政开支存在一定程度的权衡（tradeoff）。即使在财政收入攀高的时候，地方决策者也可能把治安视为一个可以忍受的领域而不追加财政投入，而亦有可能在财政状况紧缩的时候，反而给予公安工作财政倾斜。基于此，我们增加了福利性支出比重这一变量，用以检验是否公安以外的行政领域财政支出的升高会降低公安财政经费的比重，同时也有理由相信，福利性支出的增多可以减少社会冲突的强度，从而间接影响公安支出比。
最后，为了控制回归过程中其它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我们首先控制了人口密度，因为警察工作的本质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保证法律实施，一般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警察财政经费支出会越高，规范意义上来说，这是由警察工作作为横向整合服务的性质决定，在固定的人口与区域面积范围内，讨论其财政经费的合理水平才有意义。其次，控制了各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因为年龄结构的差异可能影响到地区的犯罪状况，从而间接影响警察力量的发展。最后控制了中学入学率，保证各省教育水平因素对警察力量发展的影响相等。这几项指标作为控制标量在有关犯罪问题的研究文献中非常常见（Zhang Junsen，1997）。对回归方程（1）的估计结果将在下一节中报告并展开讨论。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基本回归结果

　　计量分析的基本结果报告在表2中，其中所有的回归方程设定均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及各省份的异质性，以避免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与其它解释变量相关而导致的回归偏误。
首先，作为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的犯罪率，对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具有非常显著的正面影响。当我们逐步加多控制变量，这一影响越加显著。在六个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由原来仅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0.14强上升到当同时控制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水平以及社会结构等因素后的0.17强。由于对犯罪率进行了滞后性（lag）一年的处理，结果可以说明，上一年的犯罪率可以解释后一年的公安经费支出。
根据这一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似乎对改革时期的中国有一定的解释力，直观看来以公安财政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发展对犯罪率变化有正面的回应。但是，计量分析本身无法说明其中回应的机制是什么。它可能像公共选择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在“社会犯罪——公民安全需求——国家回应”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简单关系，即随着社会犯罪率的上升，公民安全需求增加，地方政府随之提高了分配到治安领域的财政资源比重。考虑到这一结果，在社会犯罪率上升与地方政府公安开支增加之间的显著关系可能并非公民需求的作用，而是与地方经济改革需要有关。犯罪率上升会威胁到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公安支出用以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创造安定的环境。无论基于何种机制，这一结果可以表明，犯罪率的变化对于地方公安财政的分配产生了正面影响，地方财政分配对于外部治安形势需要存在明显的投入意愿，换句话说，分权促进了转型期国家强制能力的增长。
其次，作为控制变量的经济现代化因素对国家强制能力的增长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人均实际GDP对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的影响来看，模型（2）-（6）均高度显著，人均实际GDP越高，公安财政经费支出的比重也越高。人均实际FDI这项代表经济开放度的指标，对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的影响也是正面的，但是只有在第（4）与第（6）列中在10%水平统计性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犯罪率、人口迁入率、地方财政支出水平、经济不平等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以人均FDI为代表的经济开放度越高的地区公安财政经费支出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对公安财政的影响在所有方程中都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因为逐步增多的城市人口比例提高了人口密度，公安面临更强的管理与控制压力，加大了对经费的需求。人口迁入率只有第（6）列中在合理控制了人口密度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下才表现出在10%水平显著，这项数据虽然不能代表人口流动的强度，但是它依然可以说明在人口密度相同的情况下，人口结构中外来迁入人口的比例越大，公安财政经费支出的比重越高。另外一项研究也发现，外来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警察逮捕率也越高，这说明国家暴力实施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回应性（樊鹏，2009）。
再次，作为控制变量的经济不平等因素对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有显著的负影响，城乡差距越大、经济不平等水平越高，政府财政分配到强制领域的支出比例反而越低。这与西方文献中“冲突理论”有关经济不平等导致警察力量发展的假设完全相反。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可能得从中国特殊的城乡分割体制来理解：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说明城乡分割体制越坚固，公安投入反而可以较少；相反，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较小，说明城乡壁垒的意义越小，社会冲突的可能越大，因而需要增加公安投入。此外，这一结果还促使我们对国家治理的性质与传统进行了思考。我在另外一项研究中通过比较发现，在当代欧洲国家，经济分化（以基尼系数作为度量）与国家暴力水平（以每万人警察人数作为度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经济分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暴力实施的水平也越高。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远高于这些国家，而暴力水平却大大低于这些国家。本研究的回归结果更进一步表明，改革时期中国的国家暴力机制并非基于经济分化的扩大而增长。这一结果可以通过比较中西之间不同的历史传统来解释。欧洲国家的出现是阶级斗争与利益集团斗争的产物，国家统治的主要职能在于通过增加暴力避免经济分化与阶级冲突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破坏，体现出国家为阶级政治或利益集团政治服务的性质。而中国则是长期保持以小农为主体的“蜂窝状”社会结构，国家的主要职能并不在于统治一个高度分裂的阶级社会，而在于通过降低对小农社会的汲取，向基层提供更具体的社会保障与救济，有时亦通过官民之间的协作等方式，解决基层社会稳定的问题。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一个“低度暴力”但“相对稳定”的社会，这说明国家治理的独特传统可能仍然部分地持续在改革时期的中国（樊鹏，2009）。从国家性质与治理传统的视角出发，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国家暴力的增长可能不是基于经济分化，但是遗憾的是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里是一种显著的负相关。但是无疑，这一结果是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有更深入的研究。
	表2　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决定因素研究的省级和年份固定效应模型估计（1988-2004）

	
	因变量：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

	
	(1)
	(2)
	(3)
	(4)
	(5)
	(6)

	刑事逮捕率（lag）
	0.292***
	0.160***
	0.147**
	0.143***
	0.177***
	0.171***

	
	(0.065)
	(0.057)
	(0.057)
	(0.049)
	(0.047)
	(0.047)

	人均实际GDP
	
	0.246***
	0.211***
	0.228***
	0.197***
	0.136***

	
	
	(0.033)
	(0.033)
	(0.030)
	(0.029)
	(0.039)

	人均实际FDI
	
	
	0.433
	0.550*
	0.488
	0.546*

	
	
	
	(0.281)
	(0.289)
	(0.304)
	(0.319)

	城市化率（%）
	
	
	0.047***
	0.056***
	0.051***
	0.038***

	
	
	
	(0.012)
	(0.012)
	(0.011)
	(0.012)

	人口迁入率（‰）
	
	
	-0.027
	0.026
	0.048
	0.072*

	
	
	
	(0.043)
	(0.042)
	(0.041)
	(0.041)

	人均实际财政支出
	
	
	
	-0.850***
	-0.760***
	-0.616***

	
	
	
	
	(0.167)
	(0.161)
	(0.152)

	福利性财政支出（%）
	
	
	
	-0.025
	-0.049
	-0.009

	
	
	
	
	(0.082)
	(0.078)
	(0.082)

	经济不平等程度
	
	
	
	
	-0.474***
	-0.344***

	
	
	
	
	
	(0.135)
	(0.127)

	失业率（%）
	
	
	
	
	0.069
	0.096**

	
	
	
	
	
	(0.048)
	(0.043)

	人口密度
	
	
	
	
	
	0.019***

	
	
	
	
	
	
	(0.006)

	少儿扶养比（%）
	
	
	
	
	
	-0.035

	
	
	
	
	
	
	(0.029)

	老年抚养比（%）
	
	
	
	
	
	0.015

	
	
	
	
	
	
	(0.074)

	中学入学率（%）
	
	
	
	
	
	0.010

	
	
	
	
	
	
	(0.008)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拟合优度
	0.67
	0.73
	0.75
	0.78
	0.79
	0.81

	注：（1）括号中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3）变量的定义和描述请见表1；（4）回归模型中均包括截距项；（5）变量刑事逮捕率滞后一年；（6）以上回归均包括27个省份，13年（1988至2004年其中1990，1991，1992年缺失，一年滞后期）共351个观察值。


另外，在表2第（5）-（6）列中我们看到，如果同时控制了人口密度、人口年龄结构与教育水平，失业率对公安财政经费的影响从不显著变为5%水平的显著。Stephanie Kent与David Jacobs（2004）基于11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5- 1994年警察力量发展的研究显示，经济分化对于警察力量的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失业率并不能解释警察力量。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则显示以城乡差距为代表的经济分化对警察力量发展具有负面的影响，而失业率则对警察力量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都在不同意义上代表经济不平等因素，其回归系数却相反，这如何理解？前文已经解释，城乡差距越大，经费增加越低，这可能说明城乡分割体制仍然发挥重要的稳定职能。而这里的失业率是指城镇登记失业率，仅反映城市内部的不平等，这会对社会稳定构成直接影响，因而导致公安经费支出的增加。

最后，表2的第（4）-（6）列显示，地方人均财政支出与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显著的负相关，这意味着随着人均财政支出的增加，公安经费支出比重则在降低。本文根据1988-2004年各省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图2）计算出全国的平均水平，发现从1992年至1997年中国公安经费支出比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但是自1998年以来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甚至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与此同时，地方人均财政支出大体上是持续上升的。这说明地方财政收入与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在前一个阶段，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显然与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同步上升，但是1998年作为一个“拐点”，此后一个阶段地方公安财政经费支出规模的增长逐渐落后于财政能力的增长，地方政府没有随着地方可支配财力的增长而持续增加公安支出的规模。这说明当地方公安经费支出规模达到一个平均上限以后——5%是地方财政投入的平均上限——地方支出的意愿开始降低。
计量分析的结果很难说明这种非线性关系内在的逻辑机制，尤其无法解释为什么1998年以后中国公安经费的整体投入规模开始停滞甚至降低？根据本研究在山东省沿海Y市Z区的实地调研了解到，自1992年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规定地方可以自行增加警力编制，自1992至1997年这一地区警力高速增长，上升幅度将近一倍（见图6）。而从1998年开始至2007年，地方警力一直维持在1998年的水平，而万人警察人数在持续下降，导致地方控制能力严重不足（图7）。由于公安财政支出大部分花费在人员方面，因此警力编制的变化可以反映公安财政增长的状况。Z区的情况说明，1998年以来地方公安财政投入的规模开始出现停滞，这与全国的平均趋势高度吻合。访谈了解到，地方财政支出在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存在一定的权衡（tradeoff），在前一个阶段，Z区政府对公安财政的投入是明显的，但是在改革后期，随着流动人口的加大以及流窜犯罪的增加，公安工作的外部性明显增加，即随着流动加大本地区已经不可能独享公安投入的收益。结果，地方公安财政投入的意愿开始明显降低。
这一结果意味着，如果说在改革前期，分权化发展对地方公安财政产生了正面的效果，那么在后一个阶段，分权的积极面正在逐渐降低，而消极面则在明显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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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山东沿海Y市Z区警力总量变迁（单位：人）（1980-2007）
资料来源：调研资料（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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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山东沿海Y市Z区每万人口警力数量变迁（单位：人）（1980-2007）
资料来源：警力数据来自调研资料（2007年8月），人口数据来自《Y市统计年鉴》（1981-2007）
（二）稳健性检验（robust tests）

正如我们在数据描述部分所说明的那样，由于未能获得财产犯罪与暴力犯罪的分类数据，而只能采用刑事逮捕率作为犯罪率的代理变量，因此刑事逮捕率作为回归方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测定性误差。同时，我们采用了的公安支出比作为因变量，如果采用文献中惯用的人均警察财政支出作为因变量更能够丰富对问题的理解。因此，我们在本小节中将利用刑事起诉率作为刑事逮捕率的替代变量，用人均公安经费支出作为公安经费支出比重的替代变量展开稳健性分析，其结果分别报告在表3的第（1）－（2）列和第（3）－（4）列。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上表2中的回归结果非常稳健。表3的第（1）－（2）列显示，刑事起诉率对公安经费支出的比重仍然存在统计上高度显著的影响。同时，在表3第（3）－（4）列中，所有的解释变量前面系数的符号基本上与使用公安支出比重作为因变量时的回归系数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是，人均财政支出对公安经费支出比例与人均公安经费支出两项因变量的影响一个是显著的负相关，另一个为显著的正相关。这一结果符合我们的判断，因为人均财政支出的增长导致人均实际公安财政经费支出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下降。经济不平等因素对于人均实际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效果不显著，这与经济不平等因素对于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例显著的负相关并不矛盾。
	表3　公安财政经费支出决定因素研究的省级和年份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稳健性分析（1988-2004）

	
	因变量

	
	公安财政经费支出比重
	
	人均实际公安财政经费支出

	
	(1)
	(2)
	
	(3)
	(4)

	刑事逮捕率（lag）
	
	
	
	3.287***
	2.956***

	
	
	
	
	(0.669)
	(0.582)

	刑事起诉率（lag）
	0.113***
	0.118***
	
	
	

	
	(0.035)
	(0.035)
	
	
	

	人均实际GDP
	0.197***
	0.129***
	
	5.988***
	4.626***

	
	(0.031)
	(0.039)
	
	(0.736)
	(0.674)

	人均实际FDI
	0.466
	0.533
	
	2.855
	2.072

	
	(0.318)
	(0.326)
	
	(6.312)
	(5.693)

	城市化率（%）
	0.057***
	0.042***
	
	0.525**
	0.289

	
	(0.011)
	(0.012)
	
	(0.216)
	(0.210)

	人口迁入率（‰）
	0.065
	0.089**
	
	-0.052
	0.622

	
	(0.041)
	(0.041)
	
	(0.567)
	(0.608)

	人均实际财政支出
	-0.791***
	-0.632***
	
	15.673***
	18.628***

	
	(0.155)
	(0.148)
	
	(1.729)
	(2.132)

	福利性财政支出（%）
	-0.048
	0.003
	
	1.586
	2.438**

	
	(0.079)
	(0.084)
	
	(1.012)
	(1.091)

	经济不平等程度
	-0.444***
	-0.314**
	
	0.181
	1.133

	
	(0.134)
	(0.126)
	
	(1.727)
	(1.811)

	失业率（%）
	0.063
	0.095**
	
	0.909
	0.340

	
	(0.048)
	(0.042)
	
	(0.692)
	(0.627)

	人口密度
	
	0.020***
	
	
	0.397***

	
	
	(0.006)
	
	
	(0.117)

	少儿扶养比（%）
	
	-0.032
	
	
	0.056

	
	
	(0.029)
	
	
	(0.454)

	老年抚养比（%）
	
	-0.005
	
	
	-1.285

	
	
	(0.073)
	
	
	(1.037)

	中学入学率（%）
	
	0.011
	
	
	-0.060

	
	
	(0.007)
	
	
	(0.106)

	
	
	
	
	
	

	省级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拟合优度
	0.81
	0.83
	
	0.92
	0.93

	注：（1）括号中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3）变量的定义和描述请见表1；（4）回归模型中均包括截距项；（5）变量刑事逮捕率与刑事起诉率均滞后一年；（6）以上回归均包括27个省份，13年（1988至2004年其中1990，1991，1992年缺失，一年滞后期）共351个观察值。


五、结 论

        在威权主义概念框架下，中国的执法机构往往被视为共产党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而非专职打击社会犯罪、保证法律实施的国家公器。对中国公安警察的认识，就时常陷入这一简单化的概念窠臼。威权主义视角的错误，在于用静止的东西来解释急剧变革中的中国，而忽视了新形势下国家体制的适应性调整及背后的影响机制转化，从而将国家视为铁板一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与政治生态，国家统治的职能与手段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在社会转型与国家能力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公安的功能与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研究基于1988-2004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验层次分析了外部条件变化对以公安警察力量为代表的国家体制和国家能力发生的影响。本研究证明了在分权的制度安排下，改革时期的地方犯罪对公安财政规模的增长产生了相当正面的影响，国家体制的调整与强制能力的增长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反映了社会变动的客观需要。

本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安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整体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至今，在分权机制主导下，国家为实施强制控制的职能，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汲取的资源比重越来越高，在地方财政开支总量中，公安财政开支的比重也在逐步增长。这说明随着转型的发生，国家基础权力发展显著，更大规模的财政资源被分配到公安机构。地区间进行比较，各省之间公安财政投入的规模、人均水平的差异也随时间变化而出现逐渐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分权机制有利于发挥国家机器的灵活性，而在这种灵活变化的背后，可能隐含着国家强制能力发展的不同影响变量。

为了解释这种变化与差异，揭示影响国家强制能力发展的关键变量，本研究基于1988-2004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方法进行了计量分析。以公安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作为因变量，本研究显示，在控制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经过滞后性（lag）一期处理的犯罪率可以解释次年的公安财政经费支出。这一结果说明，公共选择理论模型中“犯罪率上升——公民安全需求增加——政府进行回应”的逻辑对中国有部分解释力，但是中国国家强制能力的发展逻辑可能并非那么简单。正如分析结果所表明：作为控制变量的经济发展、经济开放度、城市化等经济现代化因素对公安财政经费同样具有正面的推动力，在犯罪率相同的条件下，经济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外来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暴力资源。这意味着，在社会犯罪与国家强制能力发展之间，可能是由于经济改革因素的作用：暴力机制的增长，旨在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避免因社会犯罪与流动性加大对地方经济成长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与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存在基本差异。

然而，中国国家强制能力的发展却并没有体现出因经济分化与社会冲突而进行暴力统治的性质。文献中的冲突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警察力量的发展，因为中国公安经费支出规模并没有随着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而增长。相反，随着城乡经济差距的加大，地方公安财政的规模反而下降，用经济精英主导国家暴力机器的路径解释改革时期中国国家暴力职能的发展似乎行不通，这一结果丰富了我们对改革时期中国国家性质的认识，至少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改革时期中国的国家治理并没有体现出为阶级政治或利益集团政治服务的性质。此外，本研究发现组织与财政制约理论对中国公安经费发展的经验具有解释力。分析结果表明，作为一项控制变量，地方财政能力与公安经费投入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在一个阶段内，地方财政能力的增长对公安财政经费的增长产生了正面的作用，但是当公安财政经费规模的平均水平达到5%以后，公安经费的变化不再反映地方财政能力的增长。
本研究的理论含义在于丰富了警察研究与现代国家理论的经验基础。从警察研究来看，既有的理论模型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中国的情况，即使西方经验中的一些关键变量也可以解释中国，但是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却并不相同。在国家理论方面，西方研究坚持认为国家构建是一个由国家“自上而下”逐步垄断暴力的过程（Tilly，1990），但是相比之下，改革时期的中国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进路与模式，分权而非集权的制度安排对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制度从总体上保证了地方政府根据各自不同程度的社会变动，灵活调动地方资源、增加执法投入，为改革创造了安定的条件，适应了转型过程中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犯罪控制压力不均衡分布的客观形势。另外，本研究对中国研究领域有关分权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客观的回应。有研究指出，改革时期在分权的财政制度与政治激励结构的双重影响下，地方决策者倾向于把更多份额的公共资源使用一些投资增长见效快的领域，比如改善基础设施等领域以期促进投资、提高经济绩效，因为这些财政投资所产生的结果对于地方领导的政治升迁更加关键（张军，2007；周黎安，2004）。本研究表明，在分权的制度安排下，在改革以来一段时期内，地方财政分配对治安与执法这类政治激励结构之外的行政领域，仍然具有较明显的回应能力。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揭示出：公安财政分权的机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挥了积极的角色，但是在改革后期其消极面开始日趋明显。本研究通过分析发现，改革后期公安经费的增长已经不能反映地方财政能力的变化。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1998年是一个“拐点”，公安财政经费的投入规模已经出现停滞甚至下降，从地区间比较来看，即使公安经费的投入变化可以反映地方犯罪率的变化，但是仍然有可能陷入低投入、高需求矛盾的趋势。我们已经初步弄清楚，这种局面的出现，乃在于随着形势的变化，公安工作外部性明显增加，地方政府加强财政投入的意愿明显降低。2004年以来，国家开始在公安建设领域强化集权型发展，在基层公安工作方面建设经费保障机制，塑造中央行政干预的角色（樊鹏，2008）。本研究为中央的这一改革措施提供了合理的经验依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对以公安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问题作了一个初步的探索，今后有必要展开更加深入的分析。无论是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犯罪率对于公安财政的影响，还是作为控制变量的经济不平等、地方财政能力等因素对公安财政的影响，我们仅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同时基于一定的实地调研，在理论层次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假设。但是对于更可靠的机制研究，还是应当通过更持续的调研分析，进入到地方财政预算与地方决策的“黑匣子”，在更微观的层次，使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探讨改革时期以公安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变迁发展的逻辑与机制，作为理解国家体制变迁的一个突破口，或者为国家下一步的公安改革提供更具体切实的建议。
附录：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中的各省公安财政支出数据来自《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2006。（2）刑事犯罪率、刑事起诉率来自《中国检察年鉴》，中国检察出版社，1989－2005；以及《中国法律年鉴》，法律出版社，1989－2005。（3）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率、失业率、老年抚养比、少年扶养比以及人口密度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4）跨省迁移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编，地图出版社，1989-2005；以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2005。（5）人均GDP、人均实际FDI以及福利支出均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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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强制能力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理论上，国家能力是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任何政治制度必须具备四种基本的国家能力才能生存和运作：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在这四种国家能力中，强制能力最为基本，它是是指国家运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能力，只有国家具备了适当的强制能力，才能维持社会秩序并保证法律的实施。参见王绍光：《挑战市场神话：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 199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提出地方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给政法部门增加警力编制。经济发达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由省市、自治区采取适当措施，解决政法部门警力不足的问题。这一措施的出台使全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公安警察编制与公安财政经费大幅增加。原文件参见新华网“新华资料”，� HYPERLINK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17/content_2586031.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17/content_2586031.htm�


� 该指标1990-1992三年数据缺失。


� 同上。


�《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仅包含27个省份公安财政的系统数据，直辖市的数据仅有个别年份，不连贯，因而没有将直辖市纳入样本使用。另外，1997年重庆脱离四川成为直辖市，因此对四川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四川1997年之前的所有数据都是减去重庆之后的。


� 因数据所限，本文的经验分析缺失1990-1992三年的数据，因此对犯罪率滞后一期，导致了用1989年的犯罪率解释1993年的公安财政经费，这样可能会影响结果。然而，删除前期的观测值将导致样本数据下降，另外，在回归中我们控制了所有年份的虚拟变量（包括1993年），所以该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不大。同时，即使限定样本区间在1993-2004年，回归系数仍然保持稳定。因此，本文的回归中仍然保留了样本区间内全部的观测值。


� 该指标1990-1992三年数据缺失。


� 实际上，代表人口流动最有效的数据应当是各省流入人口加上流出人口的数量，但是这项数据仅有个别年份，无法在面板数据中使用，因此将人口迁入率作为流动人口程度的代理指标。 


� 访谈，山东省Y市Z区公安局相关人员，2007年8月。


� 从2004年开始，Y市开始将包括Z区在内的几个区公安局与所属派出所垂直到市公安局统一管理，由市财政统一供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外部性的问题。这对于整体行政体制从分权向集权化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做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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